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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税和不完全出口退税的政策组合会产生出口税的效果。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保持了强劲的

出口势头，这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同时也为贸易政策的调整创造了新的维度和空间。本文提出关税和

境内税收应协同发挥作用的政策理念。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关税和多种境内税收的多国贸易模型，首

先通过理论推导展示了开放环境下各种税收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再基于数值模拟，逐步进行了单税收、单国多

税收、多国多税收互相博弈的定量优化设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和部分境内税种在作用机制上直接相

关，并以高度耦合的方式影响居民福利及其他重要经济指标，因此进行国际贸易政策设计时应当将它们统一

规划和调整。增值税的不完全退税特征会通过改变相对价格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因此出口退税是贸易政策体

系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形式上也具有探索创新的空间。在世界主要国家当前的税制现状下，当国际贸易政

策博弈从关税扩充到更多税收的组合时，中国能够显著改变竞争态势，获得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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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度融入世界市场，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代表性特征。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全面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维护了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然而，当前国际经贸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

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上升，地缘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加速。如何

制定科学有效的国际贸易政策，妥善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与挑战，已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

但文献中对此的学术讨论尚显不足。本文正是从关税和境内税收协同作用的角度，探索扩充贸易政策工具，

为统筹优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在当前中国的税收结构中，间接税占比较高，直接税占比较低，虽然税

制改革以提升直接税比重为导向，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会保持较高的间接税比例（高培勇，2023）。在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上，间接税（增值税）施加在产品上，出口退税操作易行且为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而对直接

税的出口退税，既不方便执行，同时也被国际贸易协定明确限制。其次，综合考虑退税成本等多种原因，中国当

前采用了对出口产品的不完全退税。当增值税和不完全退税结合，即对出口产品征收了事实上的出口税，由此

境内的税收产生了直接对外的影响和功能。与其他国家

进行比较（见表 1），美国的间接税比例明显较低，而欧洲

各国、日本等虽然较多使用间接税，但对出口实行完全退

税，这些国家的境内税收都难以产生直接对外的影响。

菲尔德斯坦和克鲁格曼（1990）的经典结论显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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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主要经济体间接和直接税收占比及出口退税情况

（2021年）
国家

间接税占比
直接税占比
出口退税

中国
59.6%
40.4%
不完全

美国
25.3%
74.7%
完全

日本
39.4%
60.6%
完全

德国
45.1%
54.9%
完全

法国
50.4%
49.6%
完全

英国
44.9%
55.1%
完全

经合组织平均
47.1%
52.9%
—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全球收入统计数据库，由作者整
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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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增值税对于国际贸易是中立的，即不产生价格扭曲和福利影响，但同时也强调这种中立的基本前提是完

全退税。现实中，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对出口进行完全退税，以帮助本国货物以无税的

价格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实行不完全退税，意味着中国已有的卓著出口记录是建立在出口产品承担了国内税

收的基础上，这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同时也为贸易政策的调整创造了新的维度和空间。

本文建立了一个同时包括关税和境内税收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结构方程模型，以探讨中国独特政策背景

下的贸易政策设计。具体而言，本文将教科书经典版本的公共财政税收模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2015）拓

展嵌入基于结构方程的多国贸易引力模型（安德森、范温库普，2003）中。模型中居民进行劳动、消费（包括本

国和外国产品）等决策，生产和消费环节中包括关税、增值税、出口退税、所得税等多个税种①。本文首先进行

理论分析，展示各种税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并探讨税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

进行数值模拟，讨论税收的定量影响：首先，对单个国家单种税收的定量影响进行分析；其次，面向多种税收的

组合，进行单个国家的整体税收优化设计；最后，讨论了大国间进行贸易政策博弈时的整体税收制定，包括是

否允许针对第三方国家、是否允许不同种税收组合等多种情境。通过对不同税收设定下的均衡进行对比分

析，展示了税收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以上数值分析都是在多国均衡中进行的，因此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充

分考虑了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文中的贸易政策制定和税收政策制定已充分结合为一

体，将贸易政策工具从传统的关税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国内税收。

本文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出发，关税和境内税收的征收是否直接相关，以及其具体的作

用机制是什么？第二，在当前国际贸易文献和实践中强调关税等传统贸易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容易招致来自

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制，而境内税收调整所造成的国际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此情况下，是否可以充分发

挥境内税收调整的对外功能，从而扩充贸易政策工具库？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和传统的关税进行比较，更广泛

意义下的贸易政策能否给中国带来优势？

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关税和境内税收，虽然其作用方式有所区别，但是其征收产生的作用机

制高度相关而且会产生显著的定量影响，其中未退完的增值税会以出口税的方式直接沟通二者，因此这些税

收的设计应当通盘考虑。除了都能产生财政收入（或支出）外，各个税种的影响各有不同：增值税会通过两个

渠道对经济体产生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国内市场的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同时它也会通过形成实质的出口

税影响世界产品市场的价格；对增值税的出口退税调整了出口产品价格，具有直接的对外贸易政策功能，而且

可以拓展探索暂时还不存在的更丰富形式，比如说面对不同出口对象国制定不同的出口退税税率；明显有别

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不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仅能通过一般均衡效应产生影响。

其次，相比于单独使用关税，扩充后的贸易政策能产生显著作用，对于中国更是如此。各种境内税收，无

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在国内市场都会产生扭曲，造成负面的福利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关税也会产生

国内外产品相对价格的扭曲，但合适的关税会使这种扭曲对本国有利。扩充后的贸易政策能够对所有税收造

成的扭曲进行统筹规划，以实现更高层面的优化。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当单独进行关税上的博弈时，中国不占

据优势，但考虑扩充后的贸易政策时，中国会占据主动，而且量化分析表明这种优势会产生可观的现实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不完全退税并不是对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完全退税政策是

将退税的鼓励出口作用发挥到极限，这个极限是能使本国产品以免税价格“公平”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因为出

口能力太强，在本国出口产品含税的不利情况下，依然成为世界工厂，所以保留了随时增减退税的额外选择

权。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了财政成本和调节对外贸易等因

素，多次上下调整出口退税率（裴长洪，2008；陈政党、宋津睿，2008；钱德拉、龙，2013；古尔东等，2016），但从不

需要如调整关税一样担心贸易伙伴国的反应。因此，充分发挥出口退税的贸易政策功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首先，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多种税收的国际贸易模型框架，

通过数理推导清晰展示了在开放环境下各种税收如何互相交错地影响生产、消费和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

关税和境内税收协同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政策设计

重大选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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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扩充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库的观点，将传统的贸易（关税）竞争含义丰富化、广泛化，强调国际贸易政策

制定应当关注关税和境内税收协同，从新视角对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

其次，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从国家间博弈的视角，对中国的关税和境内税收进行了统筹规划，

发现当从更广义上的贸易政策角度进行设计时，中国有显著的独特优势，由此对政策制定提出参考性建议。

本文的结果有着鲜明的政策含义。根据本文的结论，关税政策和部分国内税收政策互相影响，应当统筹

考虑其设计和征收。尤其是从贸易政策功能的角度出发，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贸易博弈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使

用非关税工具来改变贸易条件更为可行。对于合适的产品增加出口退税，有助于促进出口、增加贸易量，而在

适宜条件下合理降低出口退税，也能够提高本国实际收益，同时还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贸易摩擦、维持

贸易平衡——在政策制定的实践中，这也实际上发生过（白重恩等，2011）。本文对于出口退税的影响机制进

行了深入分析，探究了不同的决定因素对税率调整的影响，也讨论了退税设计的新思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参

考。此外，优化税制结构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中的重要一环，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比较直

接税和间接税的讨论，本文补充了从国际贸易影响出发的角度。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对文献做了述评；第三节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第四节在两国简化模型

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各种税收的性质和相互联系；第五节介绍数值模拟的算法以及对参数进行赋值；第六

节讨论数值模拟的结果；第七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首先，本文与国际贸易政策的文献直接相关。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最重要应用，源远流长。比

克戴克（1906）最早开始使用数学语言，展示关税可以起到增进本国福利的作用；勒纳（1936）提出了“勒纳对称

定理”，指出了出口税和进口税的功能相似性；肖勒菲尔德和盖斯福德（2007）展示了出口税理论上也可以通过

提高本国产品价格从而增加福利，尤其是对于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

新贸易理论兴起后，格罗斯（1987）求得克鲁格曼（1980）经典模型下的最优关税，其取值等于外国商品需

求弹性的倒数加上一个由本国经济体量在世界总量中比例决定的附加项。这个结论有清晰的经济学直觉：外

国商品需求弹性较小时，则本国可以施加相对较高的关税而不至于使贸易严重萎缩，同时本国经济体量决定

了本国施加关税时对世界市场价格水平产生的附加影响。相关文献还进一步讨论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格罗斯曼、赫尔曼，1995）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巴格韦尔、斯泰格，2004）的关税设定。近 10年来，国际贸易研

究进入了基于结构方程的定量时代。奥萨（2011，2014）使用数值模拟的新方法探讨了纳什均衡和国际合作下

的最优关税，改变了以往相关研究以理论定性或简化定量分析为主的局面。此后的文献则进一步推进研究了

各种因素对最优关税的影响（费尔伯迈尔等，2013；科斯蒂诺等，2015；哈兰、维纳布尔斯，2016；德米多娃，

2017；诺科等，2019），本文也得益于这支文献在方法论上所取得的进展。在贸易保护和贸易政策领域，国内学

者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李春顶等（2019）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结构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全面分析计算了各

国有贸易报复和无贸易报复下的最优关税。王孝松（2023）对于全世界各国贸易发展和贸易保护的历史进行

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但以上文献均以跨关境税收为研究目的，并不关注境内税收。

近年来，伴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有相当多的文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奥托等（2013）
的研究中，作者认为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严重冲击了美国各地的劳动力市场，并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阿米

蒂等，2020）。法热尔鲍姆等（2020）研究了美国从 2018年开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现其引发了严重贸易

下滑，并且造成了本国的经济损失，蒋等（2023）也确认了相关结果。王晓星和倪红福（2019）利用多国面板

数据，估计了双边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并由此测算了中美经贸摩擦的福利损失。樊海潮等

（2021）将汇率融入结构方程贸易模型，探讨了关税和汇率的双重变化对福利水平的影响。鞠等（2024）将产

业政策的影响加入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中，发现产业补贴比进口关税会造成更少的扭曲，有助于提高双

方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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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和讨论关税和境内税收之间作用关系的文献相关。迪克西特（1985）展示了一个包含有进口关

税和商品税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并从均衡条件出发，指出这两种税收的影响具有“相互依赖性”。贝什

卡和拉什卡里普尔（2020）进行了不同贸易政策的比较和相互作用的讨论，尤其是展示了出口税是进口关税不

完美的替代品。邦德等（2023）对中国的增值税和出口退税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析，并与关税进行了比较。国

内学者对此也有贡献，冯阔和唐宜红（2023）研究了中国的多档增值税因出口退税产生的国际经济影响，他们

具体讨论了完全退税和 50%退税这两种情况。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要研究如何利用境内

税收的国际经济影响，从而发挥其贸易政策功能。因此，本文包含了多种税收相互作用的叠加和优化，同时讨

论了国家间的贸易政策博弈，这是以上论文所不具备的。

在出口退税方面，文献较多关注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王孝松和谢申祥（2010）、卢冰和马弘（2024）通过

微观实证分析，发现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白重恩等（2011）对中国 2007年大幅度下调出口退税

率的政策进行双重差分分析，发现其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的确产生了缩小顺差的影响。当然实践中

出口退税的调整有多方面的考量，裴长洪（2008）讨论了出口退税设计中的重要因素，包括鼓励企业出口创汇、

减少财政负担、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收益和出口退税的经济效率等；王孝松等（2010）则着重讨论了其中的

政治经济学机制。古尔东等（2016）通过分析行业层面退税数据，指出中国制定出口退税服务的多种政策目

的，包括减少污染产品出口、减少贸易摩擦等；加雷德（2018）深入探究了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中国关税和出口退

税的变化，发现关税下降较多的行业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出口退税增长，即政策制定上关税和出口退税的确存

在联动性。这些微观实证分析对于理解出口退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献中缺乏宏观层面的总体讨论，也

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本文想要做出的贡献。

最后，本文与最优税收和税收设计的文献相关。金戈（2010）基于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动态最优税收理论，

使用理论分析和量化模拟，探讨了中国经济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金戈（2013）还对该理论相关文献进

行了全面的梳理介绍。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与严成樑和龚六堂（2012）区分性地分析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税

收，比如资本税、劳动税、消费税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高培勇（2015）、胡洪曙和王宝顺（2017）讨论了中

国税制改革中的间接税和直接税比例，强调优化税制结构。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封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学分

析，没有考虑国际贸易和跨境税收。

三、理论模型

本文建立一个带有多种税收的国际贸易结构方程模型。模型中共有N个国家，对于其中任一国家 i，标记

其人口数为 Li。论文假设充分就业，即所有人口都参与劳动，但个人可以选择劳动时间。每个国家包括居民

部门、生产部门、政府，产品可以在国际间进行贸易，本国可以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并聚合成最终的居民消费

和政府支出。

每个国家的居民都进行生产和消费，获得的工资需支付个人所得税，消费的产品中包含增值税。国家间

进行贸易时，出口的货物可以享受到增值税退税，但是如果退税不完全的话，就会出现输出国和目的国增值税

双重征收的情况。此外，进口货物需要缴纳关税。政府获得各种税收收入，并提供公共服务。《管理世界》网络

发行版附录一提供了本节内容所有推导的详细过程，在此对其关键内容进行描述。

（一）居民部门

本文假设同质性的居民部门，其效用最大化问题是在给定各种价格（包括要素和产品）、各种税收税率、公

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选择消费和劳动供给。对其中任一国家 i，家庭部门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max{Ci，cji，hi} ui=Cαi
i·G1-αii·（1-hi）θi （1）

s.t. （1+ti）PiCi=（1-δi）wihiLi+Transferi+Di （2）
（3）Ci = ( )∑j

γ
1
σ
ji cji

σ - 1
σ

σ
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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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为居民总消费，Gi为政府支出，hi是工作时间，对应的 1-hi即为闲暇；Pi是价格指数，wi是工资，ti是增

值税税率，δi是个人所得税税率，Transferi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式（3）中，cji为从 j国进口的消费品，居民会

按照常替代弹性偏好来采购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产品，形成最终的总消费，其中参数 γji代表了 i国对 j国产品的

偏好强度。此外，Di是国家贸易赤字，用以描述国际贸易中会普遍出现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卡利恩多、帕罗，

2015；奥萨，2016），之后的章节对其处理会有进一步的描述。上述设定参考了文献经典的效用函数（法热尔鲍

姆等，2019），假设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加总，然后进一步和闲暇加总。其中参数

αi决定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相对比例，而 θi是劳动供给弹性，会影响居民工作时间和闲暇的选择。

（二）生产部门

每个国家有一个代表性的生产商。该生产商使用劳动力作为投入，遵循线性的生产函数和完全竞争的市

场定价。标记 i国的生产率为 zi，则该国产品出厂价为 pi=wi/zi。对于国际贸易，本文默认下标在前者为出口国，

在后者为进口国。在 i国产品出口到 j国的过程中，其产品首先征缴本国的增值税 ti，然后被返还出口退税 ri，

最后承担冰山贸易成本 κij≥ 1以及 j国的进口关税 τij。

当 ti-ri＞0时，出口产品中存在未退完的增值税。出于方便清晰的考虑，本文对出口产品中未退完的增值

税 φij做如下定义：

（4）
当 i≠ j时，此时 φij对应的即为出口产品未退完的增值税。当 i=j时，此时对应的是本国自产自销的产品。

对自产自销产品会征收一次增值税，本文已假设其在最终消费上征收（见式 2），此处不再重复计算，因此将此

种情况的税率设置为零。以上定义统一考虑了出口产品和自产自销产品，在表达上比较方便。

综合考虑生产国实缴增值税 φij、冰山贸易成本 κij、以及关税 τij，i国产品出口到 j国并过海关以后的价

格为：

pij=pi·（1+φij）·κij（1+τij）=wi/zi·（1+φij）·κij（1+τij） （5）
从此式可以看出，对出口产品而言，φij本质上即为出口税。

经过计算可得，i国在 j国生产的产品上花费占其总花费的比重为：

（6）
其中，Xji是 i国居民花费在来自 j国产品上的支出，Xi是 i国的国内总吸收。

（三）政府

在基准模型里假定税率外生，但在后文的量化分析中，税率将内生决定。政府的作用是获得税收收入，选

择政府支出，最大化居民效用。在收入端标记政府总税收收入为 Ti，在支出端出于简化，假设政府与私人消费

在各国商品上的偏好一致，因此面临同样的物价指数，政府总支出为（1+ti）PiGi。财政预算执行若产生盈余，则

余额通过不产生扭曲的一次性转移支付直接交还给家庭部门；若产生赤字，赤字部分通过征收一次性总量税

进行补充。基于以上论述，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写作如下：

max{Gi，Tranferi} vi（Gi，Tranferi）
s.t. Transferi=Ti-（1+ti）PiGi （7）

其中，vi（Gi，Tranferi）是居民部门效用最大化问题所得的间接效用函数。

（四）模型分析

首先，求解居民部门和政府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针对{Ci，hi，Gi}这 3个内生变量的一阶条件：

（8）
（9）

φij ={0 (i = j)
ti - ri  (i ≠ j)

πji =
Xji

Xi

= γji·( )pjiPi

1 - σ

Ci: PiCi =
αi

( )1 + ti ( )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hi: ( )1 - δi wiLi( )1 - hi = θi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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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时，将这两个最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合并，消去中间变量 Transferi，可得：

（1+ti）PiCi+（1+ti）PiGi=（1-δi）wihiLi+Ti+Di （11）
在上述模型设定中，家庭部门和政府的最优化问题分两步进行。实际上，因为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是

以最大化居民效用为目的，可以将其合并处理，理解为存在一个中央计划者同时选择个人消费、工作时间和政

府支出来最大化居民效用。这两种设置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一中对此进行了详细

说明。

接下来考虑均衡时的税收收入。本文标注各种税收的总额为关税 TARi、增值税 VATi和个人所得税 INCTi。

因为模型中没有考虑投入产出关系，所以增值税等于营业税，代表了更广义的间接税。政府的总税收收入为：

Ti=TARi+VATi+INCTi （12）
依照国际贸易研究的习惯用法，定义国内总吸收 Xi=PiCi+PiGi。根据各自定义，税收 Ti各子项关税 TARi、增

值税 VATi和个人所得税 INCTi可以分别写为：

（13）

（14）
INCTi=δiwihiLi （15）

在式（13）中，关税收入 TARi是由来自各国的进口所缴纳关税加总而成。在 i国花费在来自 j国产品上的支

出 Xji中，Xji/（1+τji）是 i国从 j国的实际进口花费，而剩余部分 τjiXji/（1+τji）则是 i国进口时征收的关税，对关税在

进口国层面上求和，即得到 i国征收的总关税收入 TARi。

式（14）对应的是增值税 VATi。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会给予出口产品完全退税，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出

口退税不完全的例子。在出口退税不完全的情况下，会出现增值税双重征税的现象：出口产品在生产国实际

缴纳了未被退完的增值税，而在消费国会再次被征收完整的增值税。体现在每个国家的增值税收入时，可见

式（14）等号右侧由两项求和组成：第一项是出口产品上的未退完增值税，其中 Xij/（1+τij）是 i国对 j国的实际出

口额，在这个出口额中，其中 φij/（1+φij）这个部分是 i国未退完的增值税；第二项是对本国消费所征收的增值

税，因此等于本国增值税税率 ti乘以国内总吸收 Xi。

式（15）对应个人所得税收入 INCTi，其总额等于个人所得税税率 δi乘以居民劳动工资收入 wihiLi。

在对税收进行了充分描述后，接下来对均衡进行简化分析。按照国际贸易文献惯例，以国内总吸收 Xi和

工资 wi为核心内生变量，可以获得简化均衡方程组的形式。具体而言，国内收支平衡可以被整理简化为：

（16）
上式将国内总吸收 Xi和劳动总收入 wiLi联系了起来②。

最后，国际贸易上的进出口收支平衡要求：

（17）
即出口等于进口减去赤字。

对于二元内生变量{Xi，wi}，式（16）和式（17）组成的方程组描述了本文模型的最简均衡形式。

定义：给定经济环境变量{L，γ，κ，D}，竞争性均衡是在税收组合{t，r，τ，δ}的条件下{X，w}的组合。由此组合

可以计算出所有其他变量{Φ，C，G，P，p，π，h}，此时家庭和政府的选择解决了居民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生产者

的选择解决了自身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出清。

Gi: PiGi =
( )1 - αi

( )1 + ti ( )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TARi =∑j

τji Xji

1 + τji
VATi =∑j

φij

1 + φij

Xij

1 + τij + ti Xi

■

■
■■

■

■
■■θi

( )1 + t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Xi -∑j

φij

1 +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wiLi + Di

∑j

Xij

1 + τij =∑j

Xji

1 + τji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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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义下，最简单的贸易政策制定即为选择关税 τji来最大化居民效用。但是如果把其他税收也视为广

义贸易政策的话，扩充后的最优贸易政策设计等同于寻求最优税收政策，即寻找税收组合{t，r，τ，δ}以最大化

本国居民效用。所以在本文的语境下，贸易政策制定的实质是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组合。

四、两国简化模型

第三节中的模型是复杂的多国模型，并不存在解析解。为了充分描述模型中各种税收的理论特性，本节

对模型做如下简化处理来寻求解析解。（1）考虑一个两国模型，以分析本国（i=1）的税制为主，并假设外国（i=
2）增值税及退税都为 0，即 t2=r2=0。这个假设也有现实意义，因为美国就是以所得税为主，间接税占比较小。

（2）假设消费函数即式（3）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即 Ci=cχiic1-χji。依据此函数特性，一个国家的总花费会以固定

比例分布在各个国家的产品上，其中在本国产品上的花费占比为 χ。（3）忽略贸易赤字，即假设 Di=0。《管理世

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二提供了本节内容所有推导的详细过程。

选择外国工资为计价物，即 w2=1，然后探索本国的税收{t1，r1，τ21，δ1}对均衡产生的影响。经过整理，可以求

得均衡时本国的闲暇选择、真实国内吸收、以及居民效用这 3个重要经济变量为：

（18）

（19）

（20）
观察以上各式，可以发现闲暇、真实国内吸收、居民效用的确受到税收税率{t1，r1，τ21，δ1}的影响，但是这种

影响只通过两个组合税收指标（1+t1）/（1-δ1）和（1+τ21）/（1+φ12）来实现。其中，（1+t1）/（1-δ1）是由境内税收即增

值税 t1和所得税 δ1组合形成，本文称之为总境内税；而（1+τ21）/（1+φ12）是由跨境税收即进口关税 τ21和未退完的

增值税 φ12=（t1-r1）组合形成，本文称之为总跨境税。这两个指标都是由相应税种以乘除方式加总，高度展示了

境内税和跨境税这两个大类税种内部的“对称相似性”：与经典税收理论一致（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76），

增值税和所得税功能相似，这体现在（1+t1）/（1-δ1）上，即适当调整 t1或 δ1都能取得相同的总境内税；与经典的

勒纳对称性（勒纳，1936；科斯蒂诺、韦宁，2019）一致，进口税和未退完的增值税功能相似，这体现在（1+τ21）/
（1+φ12）上，即适当调整 τ21或 φ12都能取得相同的总跨境税。

但是，大类税种内部的对称近似性并不能简单拓展到不同大类的税种之间。观察式（18）~式（20），大类间

的税收互相作用的机制不再是简单的乘除法，而是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受到了其他参数——如指代对闲暇偏

好的 θ1以及指代国际贸易强度的 χ和π21——所施加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 φ12=t1-r1，所以增值税税率 t1的变化会同时影响总境内税和总跨境税这两个指

标。当存在不完全退税时，增值税同时兼具国内税和跨境税两种属性，其调整会同时对境内和境外两个市场

产生作用，这也是本文一系列结论的理论基础。此外，出口退税 r1只在 φ12中出现，因此总是和增值税 t1一同起

作用，同时这样意味着出口退税的最优设计必须和增值税直接挂钩。

结论一：在开放经济中，境内税和跨境税两大类税种内部存在对称相似性，大类税种之间不具有对称相似

性，但存在复杂的直接相互作用。开放经济中进行税收设计时对关税和境内税种应该进行统一考虑，不应

分割。

结论二：增值税和出口退税是连接国内税和跨境税的关键纽带。给定不完全退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

的调整通过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对福利产生直接影响。在国际市场，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结合产生的未退完增值

税，起到出口税的作用，施加在出口产品上。

为进一步理解模型中各税种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三中考虑了两个更加简化的

leasure1 = ( )1 - h1 ∝ ( )1 + t1
( )1 - δ1 ·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π11 +
π21

(1 + τ 21)(1 + φ12)
-1

X1
P1
= ( )C1 + G1 = Q1 ∝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π11 +
π21

(1 + τ 21)(1 + φ12)
-χ

lnU1 = -( )θ1 + χ ln■
■
■■

■

■
■■θ1

( )1 + t1
( )1 - δ1 + π11 +

π21
( )1 + τ 21 ( )1 + φ12 + θ1 ln( )1 + t1

1 - δ1 + Coq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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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情形一假设没有国际贸易，即讨论封闭经济的情况；情形二假设劳动力不需要在闲暇和工作时间上进

行选择，从而形成更简化的两国模型。经简化，情形一展示出公共经济学的经典结论：在不考虑税收收入的前

提下，无论是征收增值税还是个人所得税，因为会扭曲国内市场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会对居民效用产生负

面作用。情形二展示出，当加入国际贸易后，跨境税和境内税收会产生共同作用，影响居民福利。

五、数值模拟：参数赋值和算法

（一）参数赋值

在具体的数值模拟中，为了突显当前世界国际贸易现实的主要特点和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取N=3，分别

对应中国（i=1）、美国（i=2）和“世界其他”（i=3），进行分析时默认从本国即中国的角度出发。这样设置有助于

理解国际贸易博弈中的主要矛盾，同时也在模型中包含了第三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起始于 2018年，但其对中美贸易的调查在 2017年就已经开始。基于此，本文数值模拟的初始均衡选择对应

2016年，对应加征关税前政策制定者所能观察到的最新年度数据，详细的参数校准结果见表 2。
本文从世界银行网站获得GDP数据，从其下属的世界综合贸易方案网站获得贸易数据③，将这两个数据合

并处理可以计算出所有的双边贸易量 Xij，并由此计算花费占比πij和贸易赤字Di。各国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取自

国际劳动组织网站④，除以一周非睡眠总时间（112小时）进行归一化，从而计算出工作时间 h。因为 θ决定了闲

暇和工作时间，可以使用工作时间 h来进一步校准 θ。对于“世界其他”的相应指标，本文一律使用数据中除中

美以外各国的平均值（或总值）。

效用函数中的替代弹性 σ，同时也是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国际贸易模型中，是对于最优关税有决定性

的参数。本文聚焦研究中国经济和贸易，因此基于当前实际情况，结合文献中的常用取值范围，选择取值 σ=
7。此外，参数 α是居民消费占产品总消费（即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和）的比例，本文从世界银行网站获取了

私人消费和公共支出的数字来校准此参数。

除此以外还需校准各种税收的实际税率。对于关税，本文直接读取世界综合贸易方案上的实际有效关税

税率。对于中国的其他税率，本文从中国财政部官网上获取《2016年财政收支情况》并结合国家统计局部分宏

观统计数据进行校准（详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三）。此外，个人所得税税率使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除

以居民总收入。本文模型并不区分增值税和营业税，因此使用税收收入中非个人所得税部分来计算增值税税

率。最后，对于出口退税，我国多次调整税率但总体上处于高位，因此本文取增值税率的 75%作为基准值。对

于美国，其税制中个人所得税是主要成分，基本没有增值税，只在部分地方税中有不多的营业税，因此默认美

国的增值税税率为 0，税收收入都来自于所得税。本文使用来自经合组织税务数据库的税收数据来计算美国

的所得税税率⑤。

（二）最优政策设计的算法

本文的量化分析需寻求贸易（税收）政策的最优解，为了减少计算负担加快求解速度，本文参考奥萨

（2016），使用了基于帽子代数的平衡约束下的数学规

划方法。

对于单个国家的税收最优化选择问题，使用一个

两步的分析过程。第一步，使用国际贸易文献常用的

帽子代数描述新均衡。对任意变量，标记其初始均衡

值为 x，标记其在新均衡时的值为 x'，定义“帽子”变量

为 x̂=x'/x。具体执行过程中，首先是将均衡转化成帽子

形式，然后直接计算新均衡时的帽子变量即可，因为帽

子变量本身就是新旧均衡的相对变化值。帽子代数可

以减少校准工作，对本文而言，可以免去校准冰山贸易

表 2 参数校准

参数
h
1-α
θ

增值税税率
所得税税率
出口退税率

关税税率（列为进口方）
中国（出口方）
美国（出口方）

世界其他（出口方）

中国
0.41
0.27
1.72
16.17%
3.06%
12.13%

中国（进口方）
—

6.29%
3.28%

美国
0.33
0.17
1.96
0

15.30%
0

美国（进口方）
2.81%
—

1.26%

世界其他
0.33
0.23
2.23
8.09%
9.18%
0

世界其他（进口方）
3.31%
3.06%
—

注：本表格汇报精度基本使用小数点后两位，个别数据使用了小数点
后 3位以展示不同数值间的区别。在实际程序中，本文尽量保持了数据允
许的最大精度。本表格中国所得税税率和“世界其他”从美国进口的关税
皆为 3.06%，此为巧合，在数值模拟中选择更高精度时二者并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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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κij、效用偏好参数 γij以及生产率 zi。

第二步，在帽子代数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了平衡约束下的数学规划方法（苏、贾德，2012）。单个国家的

最优化问题，是通过选择各种税收的税率，最大化均衡时的本国居民效用，因此其目标函数即为居民福利，而

约束条件即为第一步得到的新均衡条件。因此，本国的最优税收设计问题可以写作：

（21）
s.t. （帽子均衡方程组成立）

其中，约束条件是帽子均衡条件，《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四详细记录了其中所有相应公式。最大化

问题中需要选择的主要控制变量 taxhati即为各种税收的帽子，即 ，此处为

了简洁进行缩写⑥。

对于多国互相博弈的纳什均衡计算，需要在单个国家最优化算法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具体做法如

下。（1）任取一组模型中世界所有国家的税率组合作为初值储存。（2）对其中一国进行单个国家的最优化税收

选择，使用这个最优化结果更新储存中的世界所有国家税率组合。对所有国家轮流进行一次这样的更新操

作，将此记为一个循环。（3）反复进行循环，在每次循环时比较循环前和循环后的世界所有国家税率组合，如果

差异小于可接受的误差值，意味着已经收敛。因为此时任一国家的税收选择已经是对其他国家税收选择的最

优反应，系统处于纳什均衡。

此外，对于贸易赤字，本文根据文献中的一贯做法进行了调整（卡利恩多、帕罗，2015；奥萨，2016）。在进

行任何反事实实验之前，首先进行一次预先的反事实实验，计算贸易完全平衡即D'i=0的情况下的新均衡。在

此后的反事实检验中，本文使用这个贸易平衡的新均衡作为初始均衡。

最后，现实中政府并不能随意借债，因此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也是税收设计的基本要求。虽然各国政府

经常出现财政赤字的现象，即式（7）中 Transferi＜0，但是政府债务上限会受到限制，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亚

雷德，2019）。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各级政府逼近债务上限，甚至出现政府关门的情况。本文使用 bi
来描述政府赤字占 GDP比值的极限，即 Transferi≥ bi·GDPi。如果要求政府保持收支平衡，则 bi=0；若允许政府

处于赤字状态，则 bi＜0。在本文国家层面的数值模拟中，设定 bi为负且绝对值略大于实际债务水平，这样一

方面与当前实际情况较为接近，同时使得当前实际税率的邻域都处于取值范围，丰富了所讨论政策选择的范

围⑦。添加债务上限后，意味着本文的数值模拟部分考虑的本质上是拉姆塞征税问题，即征税时需要考虑以

最小的成本（即获得最高的效用）来满足一定数量的税收收入要求。同时，这种选择也避免了本文第四节展

示的大类税种内部的“对称相似性”可能带来多重解的问题，因为满足“对称相似性”的税收组合其税收收入

并不一样。

六、数值模拟结果

基于模型和校准的参数，本文主要进行了 3套数值模拟：第一，改变本国单个（或者两个）税种税率进行反

事实实验，考察其与居民福利的关系，检验理论推导的结论并观察其定量特征；第二，允许单个国家对多个税

种的组合进行税率调整，求其在开放环境下最优税收组合，此过程中暂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第三，在

国际贸易政策博弈的背景下，允许各国在更广泛税种组合的设定上进行选择和互相博弈，并探究各国现有税

制本身特点带来的影响。

（一）单独税种和福利的关系

本小节探索单独税种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具体做法是在保持经济环境变量和其他税种税率不变的前提

下，允许一个（或两个）税种在一定的取值范围内变化，然后观测福利变化。为了厘清各税收的功能，本小节

与前文第四节的分析一致，暂不关注其财政收入。本小节分为 5个子部分，分别讨论：进口关税的福利影

响；进口关税与未退完的增值税的福利影响之比较；增值税的福利影响；异质性出口退税的福利影响；个人

所得税的福利影响。为了在更大区间内更好展示各税收的定量性质，本小节中选择文献中常见参数取值

max{taxhat1,wi , pij ,πij ,Pi ,Ci ,Gi ,Xi ,leisurei} u1 

taxhati ={ }( )1 + ti , ( )1 + φij , ( )1 + τji , ( )1 - 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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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5。
1.进口关税的福利影响

首先探讨进口关税对福利的影响。本国可以选择从另外两个国家进口时的关税{τ21，τ31}，本小节允许这两

个税率在[0，40%]的区间变化。图 1展示了该定量的结果，其中X轴是本国从国家 2（美国）进口时的关税 τ21，Y
轴是本国从国家 3（世界其他）进口时关税 τ31，Z轴是效用变化百分比。图 1是带有等高线的网格图，图下方的

等高线连接了福利水平相同的各点，能够辅助表现 Z和X、Y之间的变化关系。该图展现出明显的倒扣型锅盖

状，中间福利水平较高，偏离中间最高值往各个方向移动，都会使得福利下降。

从图 1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第一，对于{τ21，τ31}中的任一关税，在另一关税保持不变时，与福利有明显

的倒 U型曲线的关系——即从 0开始，福利随该关税的增加而增大，到达某个极大值之后，关税的进一步增加

会导致福利的下降。根据等高线图，对于 τ21和 τ31，这个极大值都略低于 20%。根据科斯蒂诺和罗德里格斯-
克莱尔（2014），本模型下最优关税在 1/σ附近，同时考虑未退完增值税的影响，因此此处量化计算的结果和理

论分析完全相符合。第二，观察 Z轴的取值范围发现关税导致福利变化相对有限，即便 τ21和 τ31都取最优值，

对福利的最大影响也就在 0.4%左右。这符合国际贸易领域的一贯结论，比如说卡利恩多和帕罗（2015）发现，

北美自贸区协定对区域内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福利影响只有 0.08%、1.31%
和-0.06%。基于模型计算出来的贸易得利相对较小，是国际贸易领域常见结果，也有一系列解释（阿克拉基斯

等，2012），本文不再赘述，当然这对于税收的

定量分析存在一定影响。

2.进口关税与出口产品中未退完增值税的

福利影响之比较

根据前文第四节中的结论，出口产品中未

退完增值税 φ有出口税的效果，在福利上也会

产生和进口关税 τ类似的作用。本小节进行数

值模拟，比较 τ和 φ对于福利的影响，由此来验

证这个观点。具体而言，允许本国的进口关税

τ在 [0，40%]之间变动（出于简便，假设对所有

进口国施加同一关税），同时让本国未退完增

值税 φ在 [0，40%]之间变动（假设增值税 t本身

不变），然后观测福利的变化。图 2展示了该数

值模拟的结果，其中 X轴是未退完增值税 φ，Y
轴是关税 τ，Z轴依旧是效用变化百分比，后文

不再赘述。

从图 2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结论。第一，与

式（20）高度一致，进口关税和未退完的增值税

产生的效果高度对称，有非常明显的对称相似

性。第二，在未退完增值税 φ为 0的情况下，福

利和进口关税 τ的关系呈明显倒 U型，这与最

优关税的经典理论相符；当未退完增值税 φ较

高的时候，福利和进口关税 τ的关系是完全负

相关的，这是因为未退完增值税的高额征收，

此时总跨境税已经超过了最优值，因此增加关

税只会单调地降低福利。同样因为对称相似

图 1 进口关税的福利影响

图 2 关税与出口产品中未退完的增值税的福利影响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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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述结论在进口关税 τ和未退完的增值税 φ调换次序时依然成立。

3.增值税（出口退税）的福利影响

本小节考察增值税对福利的影响。增值税产生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未退完增值税 φ影响国际

贸易；二是影响本国消费产品的价格。第一个渠道已在上一小节进行了讨论，本小节进一步加入第二个渠道

进行讨论。

出于表达方便的考虑，本文定义相对退税率（relative_ri）为出口退税和增值税的比例，其值在[0，100%]之间

变动。实际退税率就等于增值税率乘以相对退税率，即 ri=ti·relative_ri。本小节允许本国的增值税税率 t在[0，
30%]之间变动，然后观测福利的变化。图 3展示了该数值模拟的结果，其中 X轴是相对退税率，Y轴是增值

税 t。

从图 3得到如下两点结论。第一，在退税率较高时，如 relative_ri=100%时，可以看到效用和增值税是单调

的递减关系。这是因为完全退税的情况下，本国增值税不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此即菲尔德斯坦和克鲁格曼

（1990）所指的理想状态，国内税不产生国际贸易影响。第二，当退税率较低时，如 relative_ri=0时，增值税征收

对效用的影响是倒U型曲线关系，与关税的影响非常类似。背后逻辑也很清晰，退税率较低时，增值税调整就

意味着同时进行出口税调整，当出口税处于较低值时，增加其税率是有助于本国福利的。如果增值税通过影

响国际市场带来的正效应大于扭曲国内市场的负效应，甚至会出现提高增值税，但是本国福利反而总体上升

的情况，这也在图 3中得到了体现。

比较这两种不同情况，可以发现，出口退

税的不同，会显著改变增值税的影响，因此境

内税收的设计应当考虑其潜在的跨境影响。

同时，也因为增值税同时会影响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的特征，意味着将其当作贸易政策工具使

用时，会产生较大的国内市场影响，需要慎重

考虑其作用范围和效果。

4.异质性出口退税的福利影响

当前实践中出口退税对于所有出口目的

国都是一样的。但是，根据前文第四小节的

结论，总跨境税是进口关税和未退完增值税

加总而成。因为现实中对不同来源国征收不

一样的进口关税，这意味着对于出口退税的

最优设计，同样应当对贸易伙伴国进行区分

对 待 。 本 小 节 即 对 此 理 论 推 论 进 行 量 化

分析。

本小节允许对美国出口的相对退税率 rel⁃

ative_r12和对“世界其他”出口的相对退税率

relative_r13在 [0，100%]之间变化。图 4展示了

该数值模拟的结果，其中X轴是对美国出口的

相对退税率，Y轴是对“世界其他”出口的相对

退税率。从该图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对

于任何一国的相对退税率，其与效用关系都是

倒U型的，这与本节之前的分析一致；第二，虽

然图形上有所相似，但是这两个出口退税率所

图 3 增值税（出口退税）对福利的影响

图 4 异质性出口退税对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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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响存在定量差异。这从效用曲面沿X轴和Y轴的陡峭程度不同可以看出来，而且效用的等高线明显

不是 45°轴对称的，同时效用取值的最高点也并不在 45°线上。这意味着最优退税率理应是异质性的，即对不

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5.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影响

最后，本文考察个人所得税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所得税会导致产品和闲暇的相对价格发生扭曲，除了能

够带来政府收入以外，对于福利是净负作用。本小节允许本国的个人所得税 δ在[0，40%]之间变动，然后考察

福利的变化。图 5展示了该数值模拟的结果，其中X轴是个人所得税 δ，Y轴是福利的变化百分比。显然，数值

模拟的结果支持理论推导的结论，个人所得税对福利仅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与增值税是不同的。

6.总结

本小节的数值模拟充分印证了前文的理论推导中的结果，同时也展示了非常鲜明的定量特性。首先，进

口关税和未退完增值税有明显的相似对称性，在没有其他跨境税负的情况下，其对福利的影响都是倒 U型

的。其次，增值税和出口退税有很强的互动，给定不同的出口退税，增值税对于福利的影响会产生很大差异。

再次，对于不同的国家，出口退税产生的影响是不一致，因此异质性出口退税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最后，因为

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开放环境下增值税对于福利的影响不再是单调的，反而出现倒U型关系，但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个人所得税对效用的影响是单调为负的。

（二）开放环境下单个国家的税收选择

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本小节继续寻求开放环境下单个国家的最优税收选择。本小节假设外国的税制不

变。本小节主要考察 3种情境。第 1种情境下允许本国对所有税种进行调整，此时对应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

最优税收组合。但在当今国际现实中，进口关税的调整会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可能带来复杂的经济

和外交后果。因此，在第 2种情境下关闭进口关税的调整，但允许其调整增值税、出口退税和收入所得税，这

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外交形势下较为可行的情况。第 3种情境关闭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调整，允许调整出口退

税和所得税。通过比较这 3种情境，可以清晰地展示各种税收的征收特征。

表 3列出了不同情境下的最优税收选择。第

一行对应初始均衡。第二行对应情境一，允许所

有税都可变。可以看出，在国内主要税收收入增

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中，最优组合选择了降低个人

所得税至 0，同时提高增值税以适当弥补财政收入

的不足。也就是说在本文模型和数据的设置下，

使用收入所得税产生财政收入有较大负面影响，

而且不能起到影响国际贸易的功能，因此不被偏

好。同时，在总跨境税的两个组成部分中，关税有

所下降，但是出口退税下降显著使得未退完的增

值税大幅度增长，因此总跨境税也显著提高，即关

税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出口退税取代了。第 3行列

出了情境二（关税不可变）的结果。与情境一进行

对比，可以发现增值税和所得税基本相同，但此时

关税相对较高，因此出口退税稍作提升，可以使总

跨境税依旧处于最优水平。虽然效用变化不尽相

同，但是对比情境一和情境二的最优税收组合，其

变化依然充分展示了跨境税大类内部的对称相似

性。第 4行列出了情境三（关税和增值税不变）的

图 5 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影响

表 3 单个国家的单边最优税收组合

情境
初始均衡

一、所有税可变
二、关税不可变

三、关税和增值税不变

税率
τ21

6.29%
0.35%
—
—

τ31
3.28%
0.96%
—
—

t1
16.17%
18.11%
18.11%

—

r1
12.13%
2.02%
5.04%
3.10%

δ1
3.06%
0
0

1.64%

效用变化
△u1%
0

0.27%
0.26%
0.26%

注：税率栏“—”表示与初始均衡税率一致，不参与调整。τ21为从美国进口的
关税税率，τ31为从“世界其他”进口的关税税率，t1为增值税税率，r1为出口退税税
率，δ1为所得税税率。最后一列效用变化中，对原始数据不做近似时情境二略大
于情境三。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δ1

ΔU

-10%

-8%

-6%

-4%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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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此时提高总跨境税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出口退税率，也因此出口退税率相对情境二有所下降。相对于

基准均衡，因为减少了出口退税，财政收支有了富余，这部分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但是还不足以支持零

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仍略大于 0。
本小节进一步确认了之前理论和数值模拟的结论，比较不同情境，可以更进一步总结得到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出口退税是有效的贸易政策手段，能够协同关税共同发挥作用。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出

口退税的设定需要考虑两个主要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增加出口退税，有助于降低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

格，起到鼓励出口的作用；但同时，这种对销售量的鼓励是以降低售价作为成本，以恶化本国贸易条件为代价

实现的。调整出口退税，就是以国家之手，对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直接的价格调整，会同时产生价格效

应和数量效应，二者大小需要进行比较后才能决定，其中关键影响因素就是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替代性。改

革开放之初，中国以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为主要出口品，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因此偏向以数量效应为导向，但

是随着中国产品的质量和科技水平提升，也出现了像高端无人机这样的较难替代的产品，因此也应当逐步提

高对价格效应的注重。在产品层面，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当需要降低出口退税时，可以优先考虑替代弹性较低

的产品，因为其对出口的数量效应相对较小。

综合理论和定量分析，总体上可以对出口退税的贸易政策功能做如下论断。首先，关税和出口退税的制

定应当互相结合进行考虑。在关税增加不便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调节是有效的贸易政策手段。其次，出口退

税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的综合效果。最后，出口退税作为贸易政策还有其他的优点。一

方面调整方便易行，且现实中已经多次实施。另一方面出口退税规模占中央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 20%（详见

《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三），调节出口退税也能明显起到调节政府财政的功能。

第二个结论是，间接税通过不完全退税的方式能够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这是直接税所不具备的功能，这

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不易转嫁等诸多优点，且在

当前中国税收中占比较低，因此提高其比例理所应当。本文的结论并非是要求减少或去除个人所得税，而是

阐述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间接税也有其自身优点，所以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设置也应当加入对国际贸易影

响这一视角。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基于一个文献常规的静态国际贸易模型，从宏观总体分析作为出发点，因此其结论的

成立也要基于模型的前提假设，具有必然的局限性。与绝大多数国际贸易模型一样，本文默认假设充分就业，

但是现实中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会对此带来直接的影响。勒纳对称定理会产生反直觉的推论，部分原因即在

此。当然，这并不妨碍本文的主要结论，即关税和部分境内税收应当协同设计，但的确会影响实现有效协同作

用的方式。将出口退税对就业的影响也纳入框架中，还有待更多文献的补充。此外，模型中假设每个国家只

生产一种产品，而现实中的产品数量众多。因此，从本文的学术分析到政策制定的实践，还需要充分考虑复杂

的实际情况。如前文分析所言，中国产品的可替代性处于快速变化中，而且现实中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会

影响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强弱，因此不同时间、不同商品、不同环境的分析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出口退税选

择。尤其是对于任意一种特定产品，其出口退税的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都需要更详细的底层数据和更精密

的数理建模，才能进行准确计算。

（三）国家间博弈下的开放环境税收选择

本小节更进一步，将单个国家的最优化问题拓展到了国家间博弈下的开放环境最优税收选择问题。这种

拓展在两个边际上产生了影响。首先，拓展了贸易政策的工具。传统的贸易政策博弈，主要使用关税等作为

工具，但在本小节中允许使用各种国内税收作为工具，扩大了贸易政策的范围。其次，当两个国家间进行扩充

后的国际贸易竞争时，未参与的第三国一方面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施加影响，即第三国效应。

在上一小节中，本文以可选择税种由多到少的“减法”方式，分析了不同情境下的单边最优税收选择；作为

对比，本小节则以“加法”的形式提供另一个视角，从最基础的进口关税战开始，逐渐添加不同税种，探究政策

工具空间变大对于各国贸易博弈带来的影响。基于与现实匹配的考量，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美国作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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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忽略第三方（世界其他）主动参与博弈的情况。对于中美的博弈对象，本文同时包含是否针对第三方这两

种情况，从而形成对比，这样能够有效分析第三方的作用和影响。

因为可选择税种较多，理论上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税种组合，在实际执行中本文也尝试了多种不同组合。

最后，以和现实匹配同时又能充分说理作为选择标准，本小节将展示其中 4种不同情境，具体如下：（1）允许中

国和美国调节关税（又细分为包括和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两种子情境）；（2）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

（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和出口退税，因为美国没有增值税，因此实际上亦无出口退税的调整，此时中国因为

本身税制的特点，在博弈中具有单方面的优势；（3）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

增值税和出口退税，此时美国可以设置增值税，同时也具有了调整出口退税的选项；（4）关闭进口关税的调节，

但允许中美在当前自身税种下调节其他税率，即允许中国调节增值税、出口退税和个人所得税，允许美国调节

个人所得税。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改变当前税种，仅仅调节税率，因此执行起来较为方便，同时因为不调整

关税，所以较为隐蔽，是非传统但现实可行的贸易政策博弈。

1.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分为包括和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两种情境）

在允许中美两国策略性调整进口关税（即纳什均衡）的情况下，因为初始进口关税水平都较低，因此两国

都会提高关税水平。表 4汇报了相关结果。在两种子情境下，中国都会有福利损失，而美国会有福利改进。

具体而言，当脱离贸易合作的范畴进入竞争博弈的时候，中美双方都会提高总体关税水平，从而对彼此造成负

面影响。但是此时美国有两个优势：首先在初始关税水平上美国较低，而中国在世贸组织中以发展中国家身

份在国际贸易中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可以设置较高的进口关税；其次，由于中国的不完全出口退税，即便

设置相同关税，实际总跨境税会明显更高。因此，在提高进口关税的博弈中，美国相对中国有更大的空间，也

因此在福利上更为受益。

比较中美两国，中国设置的进口关税略低于美国的进口关税，这是因为中国有未退完的增值税起到类似

进口关税的作用。但比较两种子情境可以发现，在中美可以调整对第三方进口关税（即情境 1A）时，其互相征

收的进口关税会高于不可调整对第三方进口关税（即情境 1B）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情境 1B中，当中美只是互

相对对方设置较高进口关税时，进口需求均会转向第三方，因此并不能充分起到贸易保护的作用，即设置高关

税带来的好处被削弱，因此会选择相对较低的税率，这反映了文献中常见的第三国效应（巴格韦尔、斯泰格，

2004；陈、约什，2010）。

在两种不同情境下，“世界其他”会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结果：当中美都可以调整对第三方关税时，因为此处

假设“世界其他”并不主动调整关税，因此其被动承担了损失，总体福利改变为负；当中美只互相针对性设置关

税时，此时“世界其他”的产品会作为替代品导致需求上升，其福利收益大为改善。也因此，中美两国在情境

1A的福利变化都会优于在情境 1B的情况。与此同时，在情境 1A中，由于中美互相之间以及对“世界其他”都

提高了关税，因此贸易额有了较大衰退，在情境 1B中，贸易额的减少

幅度会大幅缩减，这是因为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因为关税提高而下

降，但都转向了第三国进行贸易替代，因此“世界其他”的贸易额出现

了显著提升。

是否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所造成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后文不

再对此作反复的讨论。为了避免其存在对于其他的分析产生影响，

出于与现实匹配的理由，后文仅考虑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的情况。

2.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和出

口退税

此情境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

和出口退税，因为美国不征收增值税，因此实际上也并不能调节出口

退税，即实际增值税率和出口退税率均为零。在此情境下，中国拥有

表 4 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

情境 1A：调节进口关税（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

关税

出口国

进口国

贸易额变化

中国

福利变化

中国

情境 1B：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

关税

出口国

进口国

贸易额变化

中国

福利变化

中国

中国

中国

-22.12%
-0.09%

-2.10%
-0.15%

美国

9.85%

美国

6.09%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世界其他

10.69%

世界其他

—

-34.49%
0.21%

-2.17%
0.02%

美国

美国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中国

15.53%

中国

8.39%

-26.36%
-0.60%

5.89%
0.00%

世界其他

15.11%

世界其他

—

注：税率栏“—”表示与初始均衡税率一致，不参与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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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政策调整空间。表 5汇报了此情境的相关结果。结果表明，此时中国做出的选择是设置规模适中的出

口退税。该选择实际上也意味着设置了一定程度的出口税，而且是同时对两个出口目的国都进行了征收，即

调节出口退税还有隐性对第三方征收关税的功能。从福利角度出发，中国相对上一小节出现了明显改进，与

此同时美国和“世界其他”的福利都出现了下降，这充分彰显了不对称的政策优势所能带来的影响。当然，作

为贸易政策的副作用，中国的贸易额也发生了明显下降，这也是自然发生的结果，就像提高关税进行贸易保护

会减少贸易一样。

3.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增值税和出口退税

此情境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关税（不包括针对第三方关税）、增值税和出口退税。表 6汇报了此情境的相

关结果。结果表明，相对于情境 2，中国会调高对美国的关税，但同时降低本国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率。通过提

高对美的进口关税并降低出口退税，保持了对美的总跨境税处于最优水平；同时，因为这些措施能够带来更多

的财政收入，因此有条件降低增值税以减少产品相对价格扭曲。由此，中国的总体福利变化已经实现了正

增长。

相对于初始均衡，美国提高了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以提高其总跨境税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依旧保持了

零增值税税率，这是因为在初始均衡中，美国依靠个人所得税已经能够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并不再需要进一

步提高总体作用为负的增值税，但这同时意味着放弃了利用增值税作

为贸易政策的功能，导致美国的福利相对情境 2恶化了。本情境的讨

论，反映了美国当前其国内税收用作国际贸易政策工具时的缺点，即

调节增值税并不是简单易行的，需要改变整体税制作为基础条件。

4.关闭进口关税调节，允许中美在当前税种下调节税率

此情境关闭进口关税调节，但是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当前国内已

有税种，即中国可以调节增值税、出口退税和个人所得税，美国可以调

节个人所得税。表 7汇报了此情境的相关结果。与个人所得税下降

相对应的，中国的增值税税率被进一步提高。相比情境 3，因为较高

的增值税税率，出口退税有了更多的调整空间。对于美国，此时缺乏

调节总跨境税的方法，只能被动接受其他国家的选择。本文假设财政

赤字上限是真实数据中赤字再略加上浮。在此情境中，美国最终选择

利用这些上浮空间，以轻微降低个人所得税，这进一步反映了个人所

得税的显著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此情景下得到了各种情况下最显著的福利

改进。原因也非常简单，关闭进口关税调节后在当前税种下调整税

率，中国可调整的税种明显更多，因此有更多的贸易和税收结合的政

策工具，从而形成了结构性政策优势。

本节数值模拟结果一方面充分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但同时也

提供了丰富的新信息。从情境 1~情境 4，可调节政策工具种类变多、

重要性变大，中国的福利也逐步改善。作为对外贸易政策，关税和出

口退税的调整是非常有效且便捷的。但是关税需要考虑外国的反应，

这时候出口退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当然，出口退税的作用范围以

增值税税率为上限，所以对于增值税税率较低的国家，这个选项功能

很有限。增值税本身也可以作为贸易政策使用，但是它同时会影响国

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所以调整时会产生较为复杂的后果。基于中国大

规模使用增值税，且有调整出口退税的传统，因此从关税和境内税收

表 5 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

针对第三方关税）和出口退税
情境 2：允许调节关税和出口退税
关税
出口国
进口国
其他税种

中国
贸易额变化
中国

福利变化
中国

中国

增值税
—

-15.46%
-0.01%

美国
2.95%

美国

美国

世界其他
—

出口退税
4.74%
0.79%
-0.02%

美国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中国
8.20%

个人所得税
—

-5.18%
-0.23%

世界其他
—

注：税率栏“—”表示与初始均衡税率一致，不参
与调整。

表 6 允许中国和美国调节进口关税（不包括

针对第三方关税）、增值税和出口退税
情境 3：保持美国所得税不变
关税
出口国
进口国
其他税种

中国
美国

贸易额变化
中国

福利变化
中国

中国

增值税
14.57%
0

-18.50%
0.11%

美国
2.96%

美国

美国

世界其他
—

出口退税
1.16%
0

1.32%
-0.05%

美国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中国
8.18%

个人所得税
—
—

-6.27%
-0.28%

世界其他
—

注：税率栏“—”表示与初始均衡税率一致，不参
与调整。

表 7 关闭进口关税调节，允许中美在当前

税种下调节税率
情境 4：允许中美在关税以外的当前税种下调节
其他税种

中国
美国
贸易额变化
中国

福利变化
中国

增值税
18.11%

—

-17.06%
0.26%

美国

美国

出口退税
5.04%
—

1.83%
-0.05%

世界其他

世界其他

个人所得税
0

15.01%
-6.54%
-0.27%

注：税率栏“—”表示与初始均衡税率一致，不参
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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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视角下看，中国有着明显的更大的贸易政策空间。

七、结论

本文扩展了贸易政策的含义，将其从传统的关税扩充至包括各种境内税收。本文将各种财政税收引入到

基于结构方程的多国贸易模型中，首先在理论上探讨了各种税收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而后进一步使用计算机

数值模拟的方式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开放环境下，尤其是在当前国际贸易博弈的背景下，关税和各种境内

税收的制定。

本文的研究表明，开放环境下的税收制定应当对关税和国内税收进行通盘考虑。传统的进口关税，以及

未退完的增值税，都能产生跨境的影响，它们不仅能带来财政收入，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还能通过影响

世界市场价格对本国产生其他影响。将未退完的增值税作为贸易政策考虑，其中对出口退税的调节简便易

行，而且已经有调整的丰富经验和成例，但对增值税的调节会同时影响国内市场，因此应当更为慎重。但是当

进行国内税制改革时，也的确应当加入其国际贸易影响的思考角度。总体而言，当进口关税调整有障碍时，可

以根据现实情况，合理调整出口退税甚至是增值税，从而改变贸易条件。尤其是出口退税可以起到非常重要

的贸易政策功能，一方面对其调整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另一方面它能够很大

程度上协同进口关税直接调节国际贸易。而且，对出口退税的使用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更丰富的形式，比如说

对于不同出口国采用异质性的出口退税税率。

本文的结论立足于静态的多国贸易模型框架，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模型有效性

依赖于一系列结构性假设，包括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刻画，对贸易成本和各项税收的描述，以及对产品

市场结构和充分就业等条件的预设等。本文对于关税和境内税收如何互动的研究较为基础，随着更多要素

和机制被纳入分析视野，二者的协同效应必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形式，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探讨和

拓展⑧。

（作者单位：纪珽、段玉婉，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释

①本文的境内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出口退税本质上不是一种税，而是对增值税的调整，因此本文也将其归类于

境内税收，但其实它也的确同时是税收的边境调整，会产生跨关境影响。本文的跨境税收具体指进口关税和出口税（即出口产品上未

退完的增值税）。

②准确地说，这是劳动力潜在总收入，其中还有一部分用于“消费”闲暇。通常意义下的劳动力实际收入还需要乘以工作时间，是

wihiLi。
③网页地址分别为 https://data.worldbank.org/和 https://wits.worldbank.org/。
④网页地址：https://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lang--en/index.htm。

⑤网页地址：http://www.oecd.org/tax/tax-policy/tax-database.htm。

⑥对于 taxhati，本文并没有直接计算税率本身的帽子，而是计算（1+税率）或（1-税率）的帽子，这是因为：首先，税率本身是百分

比，再算变化率容易造成混淆；更重要的是，在公式中税率出现的时候基本都是以（1+税率）或（1-税率）的形式出现的，所以直接使用

该表达形式更加方便。

⑦实际编程中设置为当前实际债务水平加上 0.3%。

⑧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菲尔德斯坦（Feldstein）；克鲁格曼（Krugman）；阿特金森（Atkinson）；斯蒂格利茨（Stiglitz）；安德森

（Anderson）；范温库普（Van Wincoop）；钱德拉（Chandra）；龙（Long）；古尔东（Gourdon）；比克戴克（Bickerdike）；勒纳（Lerner）；肖勒菲尔

德（Scholefield）；盖斯福德（Gaisford）；格罗斯（Gros）；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曼（Helpman）；巴格韦尔（Bagwell）；斯泰格（Staiger）；奥

萨（Ossa）；费尔伯迈尔（Felbermayr）；科斯蒂诺（Costinot）；哈兰（Haaland）；维纳布尔斯（Venables）；德米多娃（Demidova）；诺科（Nocco）；

奥托（Autor）；阿米蒂（Amiti）；法热尔鲍姆（Fajgelbaum）；蒋（Jiang）；鞠（Ju）；迪克西特（Dixit）；贝什卡（Beshkar）；拉什卡里普尔（Lashkar⁃
ipour）；邦德（Bond）；加雷德（Garred）；卡利恩多（Caliendo）；帕罗（Parro）；韦宁（Werning）；苏（Su）；贾德（Judd）；亚雷德（Yared）；罗德里

格斯-克莱尔（Rodriguez-Clare）；阿克拉基斯（Arkolakis）；陈（Chen）；约什（J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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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iff and Domestic Tax Coordination
Ji Tinga, Lu Yib and Duan Yuwana

(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Value-Added Tax (VAT) and incomplete export tax rebates effectively imposes an export tax. De⁃
spite this, China has maintained a strong export momentum, showcas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while also creating new
dimens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policy mak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ustoms duties and domestic taxes should function in a coordi⁃
nated manner. To this en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 country trade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tariffs and various domestic taxes. First,
through theoretical derivation, it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types of taxes impact economic operations in an open environment. Then,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s, it conducts a step-by-step optimal tax design analysis, including scenarios of single tax, single country with multiple
taxes, and multi-country-multi-tax interactions and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ariffs and certain types of domestic taxes
are directly related in their mechanisms and jointly influence residents' welfare and other important economic indicators.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planned and adjusted in a unified way when desig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The incomplete refund of VAT can directly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by altering relative prices, making export tax rebate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trade policy system, with potential for ex⁃
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its design. Given the current tax systems of major countries worldwide, when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competition expands from tariffs to combinations of various taxes,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alter its competitive position and gain substantial ad⁃
vantag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trade policy; structural model; optimal tariff; quantitativ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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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iff
and Domestic Tax Coordination

Ji Tinga, Lu Yib and Duan Yuwana

(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Summary: In China's tax system, Value-Added Tax (VAT, an indirect tax) accounts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tax
revenue, and for export products, China implements an incomplete tax rebate policy. The combination of VAT and in⁃
complete export tax rebates effectively creates a de facto export tax. Despite this, China has maintained strong export
momentum, demonstrating both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and creating new dimensions and oppor⁃
tunities for trade policy adjustment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ariffs and domestic taxes should work in
synergy.

We establish a multi- country trade model incorporating tariffs and various domestic taxes, first demonstrating
through theoretical derivation how different types of taxes impact economic operations in an open environment. The re⁃
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tariffs and domestic taxes differ in their mechanisms, their collection produces highly corre⁃
lated effects with significant quantitative impacts. The unreimbursed VAT serves a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two by
functioning as an export tax, necessitat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in their design. VAT influences the economy
through two channels: first by affecting the relative prices of goods and factor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second by
impacting world market prices through its role as a de facto export tax. The adjustment of VAT export rebates affects
export product prices, serving as a direct trade policy tool, with potential for exploring richer forms not yet implement⁃
ed, such as setting different rebate rates for different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ie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conduct numerical simulations at three levels: single tax, single country with
multiple taxes, and multi- country-multi- tax interactions and competition. First, through 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
changing individual tax types, we verify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etical derivations and explore optimal
design. Second, we allow individual countries to adjust multiple tax combinations to explore optimal tax combinations
in an open environment. Finall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competition, we allow countries to choose
and compete with broader tax combination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anded trade policy can com⁃
prehensively plan for all tax-induced distortions, achieving optimization at a higher level. For China, its unique in⁃
complete rebate policy can serve additional trade policy functions.

China's incomplete tax rebate policy does not constitute an unfair trade practice; on the contrary, it operates
within a framework of equitable trade principles. A full tax rebate policy maximizes the export-promoting effect of tax
rebates to its limit, enabling domestic products to compete fairl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at tax-free prices, which is
the practice adopted by most countries. China, due to its strong export capabilities, has emerged as the world's facto⁃
ry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 of taxed exports, thus retaining the additional flexibility to adjust rebate rates as needed.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sys⁃
tems. Our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a static multi- country trade model framework, which inevitably has its limita⁃
tions. As mor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alysis, the synergies between tariffs and domestic
taxes are bound to take on a richer form.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ariffs and
domestic taxes, and their proper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will not only help countries formulat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ir domestic economie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coopera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na⁃
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These aspects warrant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expansion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trade policy; structural model; optimal tariff; quantitative trade
JEL Classification: F13, 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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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和境内税收协同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政策设计》附录

附录一

本小节提供论文正文第三节《理论模型》部分的完整推导。
（一）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被拆解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居民进行（最终）消费和劳动的最优化选择；第二步，居民选择来自各国
产品的比例，加总以形成最终消费。

首先，考虑第一步居民部门效用最大化问题：

max{ }Ci,hi
ui = Ci

αi·G1 - αi

i ·( )1 - hi

θi

s.t. ( )1 + ti PiCi = ( )1 - δi wihiLi + Transferi + Di

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Lagri = ui + λi[ ]( )1 - δi wihiLi + Transferi + Di - ( )1 + ti PiCi

则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两个一阶条件为：

Ci: ∂ui∂Ci

- λi( )1 + ti Pi = 0⇒ αiui λi = ( )1 + ti PiCi

hi: ∂ui∂hi

+ λi( )1 - δi wiLi = 0⇒ θiui λi = ( )1 - δi wiLi( )1 - hi

再考虑居民部门决策过程的第二步，其选择来自不同国家产品的消费数量，聚合形成最终的消费集合：

Maxcji
Ci =

■
■
■

■
■
■∑j

γ
1
σ
ji cji

σ - 1
σ

σ
σ- 1

s.t. ∑j
pjicji = budgeti

根据CES函数的性质，可得物价指数为：

Pi = ( )∑j
γji pji

1 -σ
11 -σ  

对来自不同国家产品的消费量为：

cji = γji

pji
-σ

Pi
1 -σ·budgeti

将Pji的表达式代入物价指数，根据CES函数的性质可得物价指数为：

Pi = ■■
■

■
■
■∑j

γji[ ]wj zj·( )1 +φji ·κji( )1 + τji

1 -σ 11 -σ
（A1）

定义国内总吸收Xi=PiCi+PiGi。根据CES函数性质经计算可得，i国在 j国生产的产品上花费占其总花费的比重为：

πji =
Xji

Xi

= γji·■
■
■

■

■
■

pji

Pi

1 -σ
（A2）

（三）政府和中央计划者

考虑政府效用最大化问题：
max{ }Gi,Tranferi

vi(Gi,Tranferi)
s.t. Transferi = Ti - ( )1 + ti ·PiGi

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Hi = vi(Gi,Tranferi)+κi[ ]Ti - ( )1 + ti ·PiGi - Transferi

则政府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两个一阶条件为：

Gi: ∂vi∂Gi

- κi( )1 + ti ·Pi = 0
Tranferi: ∂vi∂Tranferi - κi = 0
注意，vi（Gi，Tranferi）是居民的间接效用，可以使用包络定理。则针对Gi的一阶条件可以转变为：
∂vi∂Gi

- κi( )1 + ti ·Pi = 0
⇒ ∂Lagri∂Gi

- κi( )1 + ti ·Pi = 0
⇒ ∂ui∂Gi

- κi( )1 + ti ·Pi = 0
⇒ ( )1 - αi ui κi = ( )1 + ti PiGi

针对Tranferi的一阶条件可以转变为：
∂vi∂Tranferi - κi = 0

⇒ ∂Lagri∂Tranferi - κi = 0
⇒λi - κi = 0

I-1



综合这两个一阶条件，可得：
( )1 - αi ui λi = ( )1 + ti PiGi

结合居民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如下公式：
Ci: αiui λi = ( )1 + ti PiCi

Gi: ( )1 - αi ui λi = ( )1 + ti PiGi

hi: θiui λi = ( )1 - δi wiLi( )1 - hi

另外，综合居民和政府的两个约束条件，可以合并整理：

■
■
■

( )1 + ti PiCi = ( )1 - δi wihiLi + Transferi + Di

Transferi = Ti - ( )1 + ti ·PiGi

⇒ ( )1 + ti PiCi + ( )1 + ti ·PiGi = ( )1 - δi wihiLi + Ti + Di （A3）
综合以上的一阶条件和最终约束条件，可以推出：

Ci: ( )1 + ti PiCi =
αi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Gi: ( )1 + ti PiGi =
( )1 - αi

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hi: ( )1 - δi wiLi( )1 - hi =
θi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现在考虑一个中央计划者的最优化问题：

max{ }Ci,hi ,Gi

ui = Ci

αi·G1 - αi

i ·( )1 - hi

θi

s.t. ( )1 + ti PiCi = ( )1 - δi wihiLi + [ ]Ti - ( )1 + ti PiGi + Di

首先，注意到该问题的预算约束与前面合并得到的预算约束相同。对这个预算约束略作整理可得：
( )1 + ti PiCi + ( )1 + ti PiGi + ( )1 - δi wi( )1 - hi Li = ( )1 - δi wiLi + Ti + Di （A4）
此时中央计划者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根据效用函数将预算约束右边项（1-δi）wiLi+Ti+Di分别配置在消费支出、公共支出和闲暇上。

很容易解出其一阶条件：

Ci: ( )1 + ti PiCi =
αi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Gi: ( )1 + ti PiGi =
( )1 - αi

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hi: ( )1 - δi wiLi( )1 - hi =
θi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可以看到，直接考虑这个中央计划者的最优化问题所得到的 3个一阶条件，与之前分步讨论居民和政府最优化问题再综合的方
法所得到的一阶条件是一致的，即这两种写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四）均衡分析

接下来的步骤是按照国际贸易文献习惯，以国内总吸收Xi和工资wi为核心内生变量，获得简化均衡方程组的形式。主要做法是
将各种其他内生变量都写成国内总吸收Xi和工资wi的方程。

对针对Ci和Gi的两个一阶条件求和，可得国内总吸收和总支出存在关系如下：
11 + θi

[ ]( )1 - δi wiLi + Ti + Di = ( )1 + ti ( )PiCi + PiGi = ( )1 + ti Xi （A5）
此时，前述 3个一阶条件可以写为：
Ci: PiCi = αiXi 
Gi: PiGi = ( )1 - αi Xi

hi: ( )1 - δi wi( )1 - hi Li = θi( )1 + ti Xi （A6）
根据针对 hi的一阶条件，可以计算个人闲暇为：

( )1 - hi =
θi( )1 + ti Xi

( )1 - δi wiLi

接下来，根据定义计算税收Ti各子项关税TARi、增值税VATi和个人所得税 INCTi分别为：
Ti=TARi+VATi+INCTi

TARi =∑j

τjiXji

1 + τji

VATi =∑j

φij

1 +φij

Xij

1 + τij

+ tiXi

INCTi = δiwihiLi

根据前文计算的闲暇，可以计算出工作时间 hi，代入所得税方程可得：

hi = 1 - 1
( )1 - δi

θi

wiLi

( )1 + ti Xi

⇒ INCTi = δiwihiLi = δiwiLi -
δi1 - δi

θi( )1 + ti Xi

I-2



现在继续考虑预算约束，可以将其重写为：
( )1 + ti PiCi + ( )1 + ti ·PiGi = ( )1 - δi wihiLi + Ti + Di

⇒ ( )1 + θi ( )1 + ti Xi = ( )1 - δi wiLi + TARi + VATi + INCTi + Di

⇒ ( )1 + θi ( )1 + ti Xi = ( )1 - δi wiLi +∑j

τji

1 + τji

πji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tiXi + δiwihiLi + Di

⇒ ( )1 + θi ( )1 + ti Xi = wiLi +∑j

τji

1 + τji

πji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tiXi - δiwi(1 - hi)Li + Di

⇒ ( )1 + θi ( )1 + ti Xi = wiLi +∑j

τji

1 + τji

πji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tiXi -
δi

( )1 - δi

θi( )1 + ti Xi + Di

⇒ ■

■
■■

■

■
■■1 + θi +

δi

( )1 - δi

θi ( )1 + ti Xi = wiLi +∑j

τji

1 + τji

πji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tiXi + Di

⇒ ■

■
■■

■

■
■■1 + θi

( )1 - δi

( )1 + ti Xi = wiLi +∑j

τji

1 + τji

πji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tiXi + Di

考虑到∑j
πji = 1，将上式等号右侧关于Xi的各项移到左侧，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 ■

■
■■

■

■
■■( )1 + ti + θi

( )1 + ti
( )1 - δi

-∑j

τji

1 + τji

πji - ti Xi = wiL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Di

⇒ ■

■
■■

■

■
■■θi

( )1 + t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Xi = wiL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Di

⇒ ■

■
■■

■

■
■■θi

( )1 + t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wiLi + Di （A7）
出于方便的目的，国际贸易文献常将均衡方程写成矩阵形式，这样尤其易于编程。对于上述公式，其对应的矩阵形式为：

Γ

■

■

■

■
■■

■

■

■

■
■■

X1
X2
…
XN

=

■

■

■

■
■■

■

■

■

■
■■

w1L1 +D1
w2L2 +D2
…
wNLN +DN

（A8）

其中：

Γ=

■

■

■

■
■■

■

■

■

■
■■

A1 -B12 … -B1N
-B21 A2
… … …
-BN1 … AN

Ai = θi

( )1 + t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Bij =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
■

■
■

■

■
■1 - 11 +φij

· 11 + τij

·πij

最后，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要求出口等于进口减去赤字，这是贸易平衡的经典定义：

∑j

Xij

1 + τij

=∑j

Xji

1 + τji

- Di （A9）
当然，如同卡利恩多和帕罗（2015）一样，式（A9）也可以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考虑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wiLihi =∑j

1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A10）
其中等号左侧是 i国的劳动总供给。在等号右侧，Xj是 j国总花费，πijXj是 j国在来自于 i国产品上的花费，但是其中包含了 i国未退

完的增值税和 j国的进口关税，所以使用了 1/（1+φij）和 1/（1+τij）去进行调整。调整后得到 i国产品对 j国市场实际上的销售额，对 j求
和后即为总销售额。在只有一种要素投入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下，此即对 i国劳动力的总需求。

使用 hi的一阶条件式（A6），可以重新整理得到：

wiLi(1 - hi)= θi( )1 + ti
( )1 - δi Xi

⇒wiLi - wiLihi =
θi( )1 + ti
( )1 - δi Xi

⇒wiLi =∑j

1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θi( )1 + ti
( )1 - δi Xi （A11）

将式（A11）代入式（A7），可以得到：

■

■
■■

■

■
■■

( )1 + ti θ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Xi = wiL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Di

⇒ ■

■
■■

■

■
■■

( )1 + ti θi

( )1 - δi

+∑j

11 + τji

πji Xi =∑j

1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θi( )1 + ti
( )1 - δi Xi +∑j

φij

1 +φij

· 11 + τij

πij Xj + Di

⇒∑j

11 + τji

πjiXi =∑j

11 + τij

πij Xj + Di

此即贸易平衡经典定义式（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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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于二元内生变量{Xi，wi}，我们有由式（A8）、式（A9）所组成的方程组描述了均衡。
以下开始求均衡时居民效用的对数Ui：

ui = Ci

αi·G1 - αi

i ·( )1 - hi

θi

⇒ln ui = αi lnCi + ( )1 - αi lnGi + θi ln( )1 - hi = αi ln■
■
■

■
■
■

αiXi

Pi

+ ( )1 - αi ln■
■
■■

■

■
■■

( )1 - αi Xi

Pi

+ θi ln■
■
■■

■

■
■■

θi( )1 + ti Xi

( )1 - δi wiLi

= ( )lnXi - lnPi + θi[ ]lnXi - lnwi + ln( )1 + ti - ln( )1 - δi +Θi （A12）
其中Pi可以参考式（A1），此外Θi = αi lnαi + ( )1 - αi ln( )1 - αi + θi ln θi - θi ln Li，是个常数。

附录二

本附录提供了第四节《两国简化模型》所有推导的详细过程。
在此节中，将模型简化为：（1）假设最终产品的生产服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即π11=π22=χ和π12=π21=1-χ；（2）考虑一个两国模型，

以分析本国（i=1）的税制为主，并假设外国（i=2）增值税及退税都为 0，即 t2=r2=0且有φ21=0；（3）忽略贸易赤字，即假设Di=0。此外，此小
节选择外国工资为计价物，即w2=1。

注意此时{t1，r1，τ21，δ1}是由本国内生选择的变量，而外国的{t2，r2，τ12，δ2}对于本国来说是外生变量。
因为是两国的情况，可以简化得到：

Γ= ■
■
■

■
■
■

A1 -B12
-B21 A2

Γ-1 = 1
A1A2 -B12B21

■
■
■

■
■
■

A2 B12
B21 A1

其中：

A1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11 + τ21

π21

A2 = θ2
( )1 + t2
( )1 - δ2

+π22 +
11 + τ12

π12 =π22 +
11 + τ12

π12

B12 =
φ121 +φ12

· 11 + τ12
·π12

B21 =
φ211 +φ21

· 11 + τ21
·π21 = 0

由此可以计算：

■
■
■

■
■
■

X1
X2

=Γ-1■
■
■

■
■
■

w1L1
w2L2

= 1
A1A2

■
■
■

■
■
■

A2w1L1 +B12w2L2
A1w2L2

将计算出来的{X1，X2}代入贸易平衡条件，以求得两国工资比：

∑j

π1j Xj

1 + τ1j
=∑j

πj1X1
1 + τj1

⇒ π121 + τ12
X2 =

π211 + τ21
X1

⇒ π121 + τ12
A1w2L2 =

π211 + τ21
( )A2w1L1 +B12w2L2

⇒ ■
■
■

■
■
■

π121 + τ12
A1 -

π211 + τ21
B12 w2L2 =

π211 + τ21
A2w1L1

⇒w1L1 =
1 + τ21
A2

■
■
■

■
■
■

A11 + τ12
-

B121 + τ21
w2L2

注意上式的推导中使用了π12=π21=1-χ，并且下式推导中还要进一步使用该公式。将A1和B12的定义代入上式可得：

⇒w1L1 =
1 + τ21
A2

■
■
■

■
■
■

11 + τ12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 11 + τ21

φ121 +φ12
· 11 + τ12

·π12 w2L2

⇒w1L1 =
1 + τ21
A2

11 + τ12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w2L2

⇒w1 =
1 + τ21
A2

11 + τ12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w2L2
L1

⇒w1 ∝ ( )1 + τ21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B1）

注意上式中最后一步的简化是因为 L1、τ12、w2和 L2以及 A2对于本国来说都是外生的，在本国求最优时可以理解为常数。为了简化
推导过程，清晰展示关键信息，后文会反复使用这个简化方法。上式非常重要，标记其为式（B1）。

基于前述结果，可以进一步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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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
A2w1L1 +B12w2L2

A1A2
=
( )1 + τ21

■
■
■

■
■
■

A11 + τ12
-

B121 + τ21
w2L2 +B12w2L2

A1A2
=
( )1 + τ21
( )1 + τ12

w2L2
A2

⇒X1 ∝ ( )1 + τ21 （B2）
注意上式的最后一步是因为 τ12、w2和 L2以及A2对于本国来说都是外生的。至此可以推出：

leasure1 = ( )1 - h1 =
θ1( )1 + t1 X1
( )1 - δ1 w1L1

= θ1
( )1 + t1
( )1 - δ1

·
( )1 + τ21
( )1 + τ12

w2L2
A2

w1L1
= θ1

( )1 + t1
( )1 - δ1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1

⇒ leasure1 ∝ ( )1 + t1
( )1 - δ1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1

（B3）
此外，最终品的价格指数为：

Pi = χ
-χ( )1 - χ 1 - χ

pχ

ii p
1 - χ
ji = χ-χ( )1 - χ 1 - χ ■

■
■

■
■
■

wi

zi

χ
■

■
■

■

■
■

wj

zj
·( )1 +φji ·( )1 + τji

1 - χ

⇒P1 = χ
-χ( )1 - χ 1 - χ■

■
■

■
■
■

w1
z1

χ

■
■
■

■
■
■

w2
z2
·( )1 +φ21 ·( )1 + τ21

1 - χ
= χ-χ( )1 - χ 1 - χ■

■
■

■
■
■

w1
z1

χ

■
■
■

■
■
■

w2
z2
·( )1 + τ21

1 - χ

⇒P1 ∝wχ

1 ( )1 + τ21
1 - χ

（B4）
此外，可以使用式（B2）和式（B4）来计算国内实际产出即实际总吸收：

X1
P1

=Q1 = ( )C1 +G1 =

( )1 + τ21
( )1 + τ12

w2L2
A2

χ-χ( )1 - χ 1 - χ■
■
■

■
■
■

w1
z1

χ

■
■
■

■
■
■

w2
z2
·( )1 + τ21

1 - χ =
1

χ-χ( )1 - χ 1 - χ
( )1 + τ21

χ

w1
χ ·w2

χ L2·z1χ z21 - χ
( )1 + τ12 A2

⇒ X1
P1

∝ ■
■
■

■
■
■

1 + τ21
w1

χ

∝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χ

类似的，可以使用式（B1）和式（B2）来计算：

X1
w1

=

( )1 + τ21
( )1 + τ12

w2L2
A2

1 + τ21
A2

11 + τ12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w2L2
L1

=
L1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 X1
w1

∝ ■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1 + τ21

11 +φ12

-1

最后，综合使用上述各公式，可以求均衡时效用：

ln u1 = α1 lnC1 + ( )1 - α1 lnG1 + θ1 ln( )1 - h1 = ( )lnX1 - lnP1 + θ1[ ]lnX1 - lnw1 + ln( )1 + t1 - ln( )1 - δ1 +Θ1 = ln X1
P1

+ θ1
■

■
■

■

■
■ln X

w1
+ ln■

■
■

■
■
■

1 + t11 - δ1
+Θ1

= (-χ)ln■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 θ1

■
■
■

■
■
■

-ln■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 θ1 ln■

■
■

■
■
■

1 + t11 - δ1
+Consi

= -(θ1 + χ)ln■
■
■■

■

■
■■θ1

(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 θ1 ln■

■
■

■
■
■

1 + t11 - δ1
+Cons1

其中Consi是常数。
接下来进行简化模型的讨论

（一）一国模型

本小节分析封闭经济的情况。假设各国对本国产品的花费占比为 χ=1，即π12=π21=0且π11=π22=1，此时各国处于封闭状态，将以上
数值代入对应公式求解可得：

leasure1 = ( )1 - h1 ∝ ( )1 + t1
( )1 - δ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X1
P1

=Q1 = ( )C1 +G1 ∝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ln u1 = -( )θ1 + 1 ln■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 θ1 ln■

■
■

■
■
■

1 + t11 - δ1
+Cons1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总结：首先，只有国内直接税 t1和间接税 δ1对闲暇（工作时间）、真实国内吸收、居民效用产生影响，且两税种具
有对称相似性，此即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76）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结论。

其次，进一步使用对数居民效用对增值税和所得税求偏导。首先，对增值税求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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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u1∂t1 = -( )θ1 + 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θ1

( )1 - δ1
+

θ1
( )1 + t1 = θ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
■
■

■
■
■

-
( )θ1 + 1
( )1 - δ1

+ 1
( )1 + t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 θ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

■
■■

■

■
■■- 1

( )1 - δ1
+ 1
( )1 + t1 = θ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 )t1 + δ1

( )1 - δ1 ( )1 + t1 ＜0
可以看到，此时增值税是完全负面作用，因为它扭曲了产品价格。
然后对所得税求偏导：

∂ ln u1∂δ1
= -( )θ1 + 1 ■

■
■■

■

■
■■θ1·( )1 + t1

( )1 - δ1
+ 1

-1
θ1( )1 + t1
( )1 - δ1

2 -
θ1

( )1 - δ1
＜0

可以看到，此时所得税也是完全负面作用，因为它扭曲了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
综上所述，在封闭经济中，无论是征收增值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会对效用产生负面作用，原因是这两种税会扭曲国内市场产品

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2015）。
（二）无劳动选择的两国模型

本小节探讨关闭了劳动选择的两国模型，同时假设工作不带来负效用，没有劳动集约边际的选择，但依旧允许政府设置个人所得
税（即 θ1=0，h1=h1）。与正文中的完整模型相比，仅仅是固定了个人工作时间，这样减少了内生变化机制，有助于理解其他机制的影响。

首先，依旧计算真实总吸收：

X1
P1

=Q1 = ( )C1 +G1 ∝ ■

■
■■

■

■
■■θ1·(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χ

然后，使用更新后的效用函数计算效用：

ln u1 = α1 lnC1 + ( )1 - α1 lnG1 = αi ln■
■
■

■
■
■

αiXi

Pi

+ ( )1 - αi ln■
■
■■

■

■
■■

( )1 - αi Xi

Pi

= ( )lnXi - lnPi + Cons_NE1

= -χ ln■
■
■■

■

■
■■θ1·(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Cons_NE1

其中Cons_NE1 = α1 lnα1 + ( )1 - α1 ln( )1 - α1 。

根据以上推导，可以有以下结论：首先，在开放经济中，对真实国内吸收、居民效用产生影响的除了封闭经济中的总境内税外，还
有总跨境税（1+τ21）（1+φ12），而且总跨境税造成的影响大小与对外贸易的强度π21成正比，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其次，总跨境税（1+τ21）（1+φ12）的数学形式意味着进口关税和未退完的增值税在起到关税作用时具有同方向的替代性，即 τ21增大
或者 φ12增大都会让总跨境税变大。因而，最优税收组合中二者同样有负相关的关系：如果进口关税较高的话，此时未退完的增值税
应该取相对较小值，如果未退完的增值税较高的话，此时进口关税就应该取较小值。

第三，开放经济中，收入税提高依然对福利有负面影响。同时，开放环境会导致增值税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将效用对增值税求偏导：

∂ ln u1∂t1 = χ
■

■
■■

■

■
■■θ1·(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1■
■
■

■

■

■
■
■

■

■
-

θ1
( )1 - δ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2

观察右边大括号中的两项：第一项和一国模型中的情况类似，反应了增值税在国内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模型中 φ12中间
还包含了 t1，因此还存在第二项，代表了增值税可能从对外贸易带来的正面影响，大小与对外贸易的强度π21成正比。因此，增值税最
终总体影响是正是负，取决于这两个影响的相对大小。在实际赋值中，第一项往往大于第二项，因此总体上增值税还是以负面影响
为主。

其次，将效用对所得税求偏导：

∂ ln u1∂δ1
= -χ ln■

■
■■

■

■
■■θ1·( )1 + t1

( )1 - δ1
+π11 +

π21
( )1 + τ21 ( )1 +φ12

-1
θ1( )1 + t1
( )1 - δ1

2 ＜0
可以看到，在取得税收收入以外，所得税完全是负面作用，这与封闭经济体的情况是一样的。

附录三

附表 1 2016年中国经济和各种税收指标一览表（单位：亿元）

税种

进口关税

出口退税

国内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间接税合计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直接税合计

税额

40712
11502
10217
12781

10089
28850

合计

2603
12154

75212

38939

对应经济指标

进口

出口

104900
138400

相关比例

间接税/总税收

个税/总税收

直接税/总税收

52.78%
7.08%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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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税收

税收收入（即总税收减出口退税）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2510
130354
72357

人口

GDP
138271
743586

注：本表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201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汇总计算。

附录四

整理文章所有的均衡公式，将其修改为帽子代数的版本，由此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于帽子代数的新均衡方程组：

Pi·Ci = Xi

Pi·Gi = Xi

leisurei =
Xi( )1 + ti
wi( )1 - δi

■

■

■
■■
■

■

■

■
■■
■θi( )1 + ti ( )1 + ti

( )1 - δi ( )1 - δi

+∑j

1
( )1 + τji ( )1 + τji

πjiπji XiXi -∑j

■

■

■
■■
■

■

■

■
■■
■1 - 1

( )1 +φij ( )1 +φij

· 1
( )1 + τij ( )1 + τij

·πijπij Xj Xj = wi·wiLi + D
′
i

pij = wi·( )1 +φij ·( )1 + τij  
Pi = ■■

■
■∑j

πji pji

1 -σ 11 -σ

πji =
■

■
■■

■

■
■■

pji

Pi

1 -σ
（D1）

∑j

πijπij Xj Xj

( )1 + τij ( )1 + τij

- D′
j =∑j

πjiπjiXiXi

( )1 + τji ( )1 + τji

u1 =
■

■
■■

■

■
■■

X1
P1

( )leisure1
θ1

现在以个别公式为例，展示上面方程组是怎么推导的，即如何将均衡公式修改成帽子形式。

比如价格指数的公式，其在新均衡中的方程为：Pi
′ = ( )∑j

γji pji
′1 -σ

11 -σ。

对其求帽子形式，可以得到式（D1）：

⇒PiPi = ■■
■

■
■
■∑j

γji( )pji·pij

1 -σ 11 -σ

⇒ Pi =
■

■
■■

■

■
■■∑j

γji pji
1 -σ

Pi
1 -σ pji

1 -σ
11 -σ

⇒ Pi = ■■
■
■∑j

πji pji

1 -σ 11 -σ

注意在改写过程中，使用了原均衡条件①：

πji = γji·■
■
■

■

■
■

pji

Pi

1 -σ

注释

①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卡利恩多（Caliendo）；帕罗（Parro）；阿特金森（Atkinson）；斯蒂格利茨（Stigl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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